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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四十年的减贫之路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社会转型

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织互动模式

驱动下，贫困人口把握发展机会、走出贫困的独特发展叙事。这一过程凸显

了中国共产党“初心”理念的主导作用，也显示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发展

对于减贫的重要作用。中国四十年的减贫之路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主

导的扶贫行动共同推动下，在中国特有的“家国”世界观和乡村社会关系条

件下发生的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意义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现代性、

小农生产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的交织作用。小农生产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

与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四十年减贫的政治社会机制的假设。

中国四十年的减贫既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发展故事，也是凝聚着中国政治、

社会、文化特色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当代发展实践中的典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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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理念推动下实现的经济社会转型

是中国历史和全球发展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正如习近平同志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的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方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又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习近平，２０１７）。大规模的减贫是中国进入这个新时代的重
要指标之一，也是人类在２０世纪、２１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最为重
要的文明成果之一。按照中国政府原初确定的满足温饱的贫困线衡

量，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０７％下降到了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６％（详见表１）；按照中国政府２０１１年新确定的收入绝对贫困线衡
量，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９７７％下降到了 ２０１７年的
３１％（详见表２）。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以２０１１年不变价格每人
每天１９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１９９０年的
６６６％下降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１４％（详见表３）。按照新的农村贫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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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推动下的精准脱贫攻

坚，使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短短的几年中从１亿多人迅速下降到
３０００万人左右。中国数亿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中摆脱了贫困，或在精
准脱贫攻坚的推动下即将告别农村绝对贫困的发展叙事，集中体现了

具有广泛而深刻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表１ 中国贫困变化情况

年份
贫困线

（元）

贫困人口

（百万人）

贫困发生率

（％）
低收入线

（元）

低收入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１９７８ １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７ — — —

１９８５ ２０６ １２５ １５ — — —

１９９０ ３００ ８５ ９５ — — —

１９９１ ３０４ ９４ １０４ — — —

１９９２ ３１７ ８０ ８８ — — —

１９９３ ３５０ ７５ ８２ — — —

１９９４ ４４０ ７０ ７６ — — —

１９９５ ５３０ ６５ ７１ — — —

１９９６ ５８０ ５８ ６３ — — —

１９９７ ６４０ ５０ ５４ — — —

１９９８ ６３５ ４２ ４６ — — —

１９９９ ６２５ ３４ ３７ — — —

２０００ ６２５ ３２０９ ３４ ８６５ ６２１３ ６７

２００１ ６３０ ２９７０ ３２ ８７２ ６１０２ ６６

２００２ ６２７ ２８２０ ３ ８６９ ５８２５ ６２

２００３ ６３７ ２９００ ３１ ８８２ ５６１７ ６０

２００４ ６６４ ２６１０ ２８ ９２４ ４９７７ ５３

２００５ ６８３ ２３６５ ２６ ９４４ ４０６７ ４３

２００６ ６９３ ２１４８ ２３ ９５８ ３３５０ ３７

２００７ ７８５ １４７９ １６０ １０６７ ２８４１ ３０

２００８ — — — １０６７ ４００７ ４２

２００９ — — — １１９６ ３５９７ ３８

２０１０ — — — １１９６ ２６８８ ２８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农村贫困
监测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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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新的贫困标准（２０１０年不变价）下中国贫困的变化情况

年份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１９７８ ７７０３９ 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７６５４２ ９６２
１９８５ ６６１０１ ７８３
１９９０ ６５８４９ ７３５
１９９５ ５５４６３ ６０５
２０００ ４６２２４ ４９８
２００５ ２８６６２ ３０２
２０１０ １６５６７ １７２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３８ １２７
２０１２ ９８９９ １０２
２０１３ ８２４９ ８５
２０１４ ７０１７ ７２
２０１５ ５５７５ ５７
２０１６ ４３３５ ４５
２０１７ ３０４６ ３１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１７）及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年发布
的相关数据整理。

　表３ 世界银行１９美元／天标准贫困线下的贫困变化比较 单位：％

年份 中国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南亚 巴西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０ ６６６ ５５１ ４４４ ２１６ ５８８
１９９３ ５７ ５９７ ４４９ １９９ ５８５
１９９６ ４２ ５８８ ４０３ １４２ ４７４
１９９９ ４０５ ５８３ — １３４ ４１７
２００２ ３１９ ５６９ ３８６ １０３ ２３
２００５ １８７ ５０９ ３３７ ８６ ２１１
２００８ １４７ ４７７ ２９５ ５６ ２１４
２０１１ ７９ ４４９ ２０１ ４７ １３３
２０１２ ６５ ４３７ １７９ ３８ １１７
２０１３ １９ ４２３ １５１ ３８ ９４
２０１４ １４ — — ２８ ７９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整理。

很显然，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除了需要把握经济增长和减贫关系

这条主线，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政治制度和

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文化在减贫尤其是在彻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过程

中的独特作用。对于中国减贫的理论研究除了贫困研究学者从贫困的

变化等方面来解释（汪三贵，２００８）以外，对于中国四十年大规模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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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诠释主要融汇在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中，解释往往呈现二元性。

一是中国发展的特殊论，认为中国发展不具有普遍意义（Ｓａｃｈｓ，２００３）；
二是中国发展的一般性，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自由主义发展的案例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８；张五常，２００９）。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都具有
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但又具有鲜明的特色（蔡窻，２０１８）。毫
无疑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有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但同

时，很多与中国几乎同时进行市场改革的国家都未能取得像中国这样

的减贫成就，这个事实也说明中国的减贫存在一个历史的、自身内在的

逻辑。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四十年来农村贫困的变化；其次就实现大规模

减贫的历史基础展开讨论，以便全面呈现中国减贫过程的历史景观；接

着将围绕贫困人口如何把握改革开放提供的发展机会和制度变革的激

励这条主线，从贫困人口借助国家、市场和社会交织互动所形成的社会

机制，并以其日常社会实践突破贫困结构这一假设出发，分析贫困人口

如何摆脱贫困。文章最后将对中国减贫的主要经验作简要讨论。

一、中国贫困状况的四十年演变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农民和农村为主体的社会。除了最近十多年

来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城镇贫困问题不断呈现以外，中国的减贫主要

表现在农村的减贫上。因此，除特别说明，本文所涉及的中国贫困主要

是指中国农村贫困。同时要指出的是，贫困是多维度的，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为了集中呈现过去四

十年的贫困变化，本文将主要围绕收入贫困的变化展开。

国内外贫困研究和减贫政策的制定大多基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的概念。１９０１年英国学者朗特里出版了《贫困：城镇生活的研究》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ｏｗｎＬｉｆｅ）一书。他提出，贫困是指一个家庭无法
用自己的收入维持其最低的生理需要的状态（Ｒｏｗｎｔｒｅｅ，１９０１），这就是
我们通用的以收入衡量的绝对贫困的概念，目前广泛使用的收入贫困

线主要来源于这个概念。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５年首次制定了中国的农村
贫困线。国家统计局将人均营养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天２１００大卡，然后
根据２０％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测算出满足这一标准所需要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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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再按照食物的价格计算出相应的货币价格。据此，１９８５年中国
的农村贫困线被确定为２０６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０７）。该贫困
线先后于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７年进行了重新测定，其他年份的数
据则使用农村居民消费指数进行更新。但是基本标准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标准是农户用于食物的支出达到８５％，所以这一时期的贫困线基
本上是一个极端贫困线。尽管１９８５年之后基于２０６元标准的贫困线
做过调整，但均属于名义增长，从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中国农村的真实贫困
线一直处在２００元左右（李小云等，２０１６）。从表１可以看出，１９７８年
之前按照可变价格估算的贫困线是１００元左右，贫困人口有２５亿人，
贫困发生率为３０７％；１９８５年可变价格下的贫困线是２０６元左右，贫
困人口下降到１２５亿。７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年均减少贫困人
口１７００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３０７％下降到了１５％。这是中国减贫
历史上按照这一贫困线计算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阶段。按照这一标

准，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已经降到了１６％。至少从数
字上说，２００７年以后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就基本消失了。然而，１９８５
年确定的贫困线是一个极端贫困线，实际上是温饱线。客观地讲，按照

这一贫困线所展开的扶贫行动只能覆盖一小部分真正的贫困人口，大

量的贫困人口都未被统计在内。按照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采用的贫国际
运用贫困标准每人每天１美元进行比较，当时中国的农村贫困线按照
购买力平价换算约为每人每天０７美元，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以汇率换
算则只相当于０２５美元（王萍萍等，２００６）。事实上，用低于国际标准
２５％－７０％的贫困线与其他国家的减贫成就在客观上很难对比，宣传
中国的减贫成就也就很难具备说服力。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中国农村贫

困线偏低的事实以及国际比较的问题，并于１９９８年开始测算新的贫困
标准。但这一标准并未取代原有标准，而只是在２０００年按照低收入标
准公布，主要是用于监测刚实现基本温饱的贫困人口的动向并进行国

际比较，在扶贫政策中只作为参考，并未按照这个标准配置扶贫资源。

１９８５年制定的贫困线主要有两个考量：一个是中国贫困人口数量
巨大，国家没有财政能力覆盖全部的贫困人口，在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情

况下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一旦无法兑现会严重影响政府信用；另一个

是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较低的极端贫困线直接聚焦极端贫

困人口，符合扶贫的道义和公正立意，可以做到“触底扶贫”，保证扶贫

能从当时客观情况下最有需要的群体开始。制定贫困线是中国治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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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贫困的重要政策工具。贫困线的“触底扶贫”原则对于扶贫效率非

常重要。因为，贫困线越高，包含群体的数量就越多，权力分配的垂直

性就越大，排斥最贫困群体的现象就越有可能出现。即使２０１１年重新
确定贫困线，中国政府仍然依据这一原则。２０１２年以来实施的基于贫
困线和其他相关指标的建档立卡制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富裕群

体的“挤入”和穷人的“漏出”。

２０１１年，中国政府制定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新的农村贫困标准，以
２０１０年不变价２３００元为基数。这个标准不仅满足了２１００大卡的食
物摄取，也满足了每人每天６０克的蛋白质需求；同时，基于６０％的恩
格尔系数，对于高寒山区的贫困人口统计采用１１倍贫困线标准（王
萍萍等，２０１５）。２００８年，世界银行调整了贫困标准，极端贫困标准从
每人每天１美元调整到了１２５美元。中国新的农村贫困线相当于每
人每天１６美元（王萍萍等，２０１５），虽然这一新贫困标准低于世界银
行一般贫困标准（每人每天２美元），但是首次超过了世界银行采用的
极端贫困标准（每人每天１美元）。按照这个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
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７０亿人下降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３０４７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９７５％下降到３１％（见表２）。

尽管不同的贫困线下贫困人口的变动数据不同，尤其由于贫困线

估算的方法不同，也造成了数据的差异。例如，中国按照相当于１６美
元的贫困新标准测算的１９９０年的贫困发生率为７３５％，而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年将极端贫困标准由１２５美元调整至１９美元，根据这一标准，
１９９０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则为６６６％。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新的贫困
线在绝对数值上低于国际贫困标准，但中国实际的贫困人口数量并没

有被低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新的贫困

线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所包含的内容不同，事实上，中国新的农村贫困

线相当于２１２美元／日（吴国宝，２０１７）。不论是采用低的贫困线还是
高的贫困线来衡量，中国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绝对数量
都是巨大的。尤其是采用新的贫困线来衡量时，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７亿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使用不同的贫困线，不同时期减贫的

业绩也是不同的。按照低的贫困线计算，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中国农村贫困
人口减少的数量最多，年均减少１６００多万人；而按照新的贫困线计算，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中国农村年均减少贫困人口１４００万人，而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则年均减少１９００万人。如果考虑到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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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两个阶段中国经济结构的益贫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间的减贫业绩应该是历史上最大的。
中国的减贫成就不仅表现在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也体现在

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上。如表３所示，采用世界银行１９美元极端贫困
线来比较各国贫困变化，中国１９９０年贫困发生率为６６６％，到２０１３年
下降到了 １９％。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从
５５１％下降到了 ４２３％，南亚地区贫困发生率从 ４４４％下降到了
１５１％，巴西从 ２１６％下降到 ３８％，印度尼西亚从 ５８８％下降到
７９％，减贫成绩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二、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历史基础

由于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系统地介绍１９７８年之前中国农村的贫
困状况。如果用人均ＧＤＰ来比较，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ＧＤＰ的增
速（４４％）与富裕国家（４３％）相当，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４６％），同
时也低于“其他类别国家”（４９％）；但也要看到，１９５２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为５３８美元，到１９７８年增长到９７８美元（麦迪森，２０１１：１０９），增长
了近一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寿命看，１９６０年中国人均寿命
为４３７３岁，到１９７８年提高到了６５８６岁。这些数据有助于形成有关
中国减贫历史过程的两个假设：一是１９７８年之前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二是１９７８年之前中国有限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收益除
了投资工业化以外，大多分配到了社会发展领域。当然，１９７８年之前
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无论从规模还是内涵上都无法与改革开放推动

下所实现的大规模的减贫相比拟。

１９７８年之前的发展与１９７８之后大规模减贫的关系并不主要表现
在在统一的标准下有多少贫困人口减少这一数据上。在国民收入增长

有限的条件下，如果有限的资源能投入到改善人类发展方面，其结果

是，一方面可以直接缓解收入增长不足导致的人类发展的滞后，另一方

面可以为以后的收入增长提供增长要素的积累。就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和之后的发展对于减贫的影响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究

竟为之后的减贫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

首先，与１９７８年之前相比，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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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０７），而人口红利又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人口红利不仅表现在数量
上，更主要地表现在相对于经济发展要求的人口质量方面。本文从已

有的能与国际水平比较的教育、医疗和营养等方面讨论１９７８年之前人
力资本的积累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

上属于低收入国家，但是在小学、中学、大学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方面

均高于低收入国家。１９７９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１０２％，不仅高于低
收入国家的９４％，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９７％，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
水平；中学入学率为５８％，高于低收入国家的４９％，也高于中等收入国
家的３９％；成人识字率高于低收入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８２）。虽然入学率并不能真实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但是至少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中国

１９８０年预期寿命为５９岁，超过低收入国家的５７岁；人均日摄取卡路
里２２７０大卡，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２２３８大卡；１岁之前婴儿死
亡率为８４‰，低于低收入国家９４‰的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８０‰的水
平接近（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８２）。除了卡路里的摄取之外，中国在改革
开放前（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人均蛋白质和脂肪的日摄取量为６３４克，高
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５７８克（李小云等，２０１６）。中国改革开放之
前的社会发展水平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指标也接近中等发达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发展相对优于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这

一进步发生在人口从１９４９年的５４亿人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９６亿人的
前提下。

其次，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农民和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因此，１９７８年之
前的农业发展状况也是从历史角度观察中国贫困变化的重要指标。

１９５２年中国粮食总产为１６４亿吨，到１９７８年增加到了３０５亿吨，增加
了近１倍；粮食单产从１９５２年的每公顷１３２吨增加到了１９７８年的每公
顷２５３吨，也增加了近１倍（见表４）。而同期中国的人口从１９５２年的
５７亿人增加到了１９７８年的９６亿人，增加了０７倍。联合国粮农组织
确定的粮食安全标准为年人均４００公斤，事实上到１９７８年中国粮食人
均产量开始稳定地超过３００公斤，这为１９８４年粮食年产量达到４亿吨
大关、同年粮食人均产量基本达到４００公斤以及１９９６年总产量突破５
亿吨创造了条件。中国１９７８年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条件
的改善。如表４所示，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中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１９９５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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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中国不同时期粮食和农业发展条件的变动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６年）

年代
粮食总产量

（万吨）

粮食单产

（公斤／公顷）
灌溉面积

（万公顷）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化肥施用量

（万吨）

１９５２ １６３９２ １３２００ １９９５９ １８４ ７８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０５ １４６３ ２７３３９ １２１３ ３７３

１９６２ １６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３０５４５ ８０４８ ６３０

１９６５ １９４５３ １６２８ ３３０５５ １０９８ １９４２

１９７８ ３０４７７ ２５２８ ４４９６５ １１７９５ ８８４

１９７９ ３３２１２ ２７８３ ４５００３ １３３７０ １０８６３

１９８０ ３２０５６ ２７３８ ４４８８８ １４７４６ １２６９４

２０１４ ６０７０３ ５８９２ ６４５３９ １０８０５７ ５９９５９

２０１５ ６２１４４ ５４８２８ ６５８７３ １１１７２８１ ６０２２６

２０１６ ６１６２５ ５４５１９ ６７１４９ ９７２５０３ ５９８４

　　资料来源：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公顷增加到了４４９６５公顷，又经过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的发展灌溉面积才
达到了６７１４９万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４万千瓦增加
到了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７９５亿千瓦，增长了５００多倍，到２０１６年增加到了
９７２５亿千瓦，后一时期增加了７倍多；化肥施用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７８万
吨，增加到了１９７８年的８８４万吨，增加了１００多倍，而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期间只增加了不到６倍。需要指出的是，简单的比较本身意义并不大，
因为在低水平下增加投入一般都会取得较高的增长率，而当高增长达

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基数增大，自然会导致增长率下降（李小云等，

２０１６）。这一对比本身的意义在于解释１９７８年之后农业出现超常规增
长是在何种基础上开始的。有关中国１９７８年之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
善基础对于之后农业发展的影响亦有很多的研究（张富良，２００６）。

再次，中国四十年大规模的减贫是在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

社会转型条件下发生的，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人均收入提高缓慢但社会

发展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社

会发展持续取得进步的同时，减少贫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人均收

入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
１３３４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３４３２元。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解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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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减贫，都无法绕开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这条主

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１９４９年中国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３０％，这一比重在１９７８年达到了７４４％（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１）。但是，
由于资本不断向资本密集型工业集中，这些工业不能吸收农业的剩余

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服务业来吸收农业的

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滞留于土地和农业，

出现了过密化现象，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农民收入长期得不

到提高，农民收入性贫困问题凸显。因此，中国在１９７８年之前虽然经
济社会取得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

（李小云等，２０１６）。
最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收入性贫困大规模

减少的直接贡献，除了上述农业发展条件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外，还有

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直至农业合作化所形成的以相对公平

的土地占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平，这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和

减贫创造了良好的起始社会条件。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减贫与增长具

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减贫的解释无法脱离影响经济增长的起始条件。

实现经济增长除了各种要素和市场等必要条件以外，经济增长的减贫

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初始不平等程度（Ｋａｋｗａｎｉ＆
Ｐｅｒｎｉａ，２０００）。中国１９７８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０１２１，到１９８３年也只
有０２４６（宋洪远主编，２００８）。如果按照中国政府一直采用的较低的
贫困线衡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这
个阶段每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达１５２％，而中国的不平等程度
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之后开始上升的。１９８８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
０３０５，到２００１年继续上升到０３７３（宋洪远主编，２００８）。很显然，改
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公平程度对于其后发生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发挥了重

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形成社会相对公平的主要基

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相对扁平化的结构也是重要的基

础之一。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政策的失误是极大地牺牲了效

率，那么以此为代价形成的公平则又成为大幅度提高效率的条件。发

展的过程是复杂的，这个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关系交织也是辨证的，

这也是我们提出希望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减贫历程

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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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四十年大规模减贫阶段与动力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大规模的减贫经历了主要依靠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驱动、开发式扶贫和精准脱贫驱动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减贫的经

济社会条件不同，减贫的动力也不同。不同的减贫动力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的发展政策上，即社会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和专项扶贫政

策。其中经济发展政策和扶贫干预相互促进，对于农村收入贫困变化

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一）体制改革推动下农业发展驱动的减贫阶段
虽然学者普遍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启动的“三西农业建设”工作

看作国家有目标扶贫工作的开始（刘永富，２０１５；王爱云，２０１７），其实
１９８６年成立的国家级扶贫机构才是中国有计划、有目标的农村扶贫工
作正式开始的标志（刘坚等主编，２００９）。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农村减贫成
就事实上并不是在狭义的农村扶贫战略下取得的，而主要是在改革开

放的推动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因为这一阶段还未正式展开扶

贫工作，所以学者将这个阶段的减贫称为体制改革推动的减贫（宋洪

远主编，２００８）。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

济发展结构。对中国而言，到改革开放初期，８２１％的人口生活在农
村，农村人口主要以农业为生计。因此，在缺乏足够非农就业机会的条

件下，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在于农业的发展。虽然１９７８年之前中国的
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农业的增长并不是非常理想，尤其是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农业增长极为缓慢。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中国农业增长仅为
２７％（黄季，２００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１９７８年之前中
国农村普遍存在贫困。即便在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极为紧张的条件

下，相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水平而言，中国农业的发展潜力在

１９７８年之前仍然远远没有被充分挖掘。例如，中国的灌溉面积在１９７８
年已接近４５００万公顷，这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也没有增加很多。这种全
国性农业发展缓慢的状况说明中国存在着一个抑制农业发展的普遍性

因素。这显然无法单纯从气候、地理和投入等方面去寻找原因，制度就

被认为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１９７８年之后，在农村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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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农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中国农业年均增长７７％（Ｌｉ，２０１８），农民年均收入从１９７８的１３３６元
增加到了１９８５年的３９７６元；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农民年均收入增长高达
１６５％（黄季，２００８）。按照中国２０１１年之前长期采用的农村贫困
线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人下降到了１９８５年
的１２５亿人，这一时期恰恰也是中国农业取得超常规增长的阶段。世
界银行的拉瓦利翁（ＭａｒｔｉｎＲａｖａｌｉｏｎ）和国内学者陈少华等人估算，按照
１美元标准，中国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期间减少了４０％的农村贫困人口。
他们认为，中国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间，农业对于减少贫困的贡献比工业
和服务业高出 ４倍以上（Ｒａｖａｌｉｏ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７；Ｒａｖａｌｉ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

（二）开发式扶贫方式推动的减贫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农村贫困问题的严重性。

１９８４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
通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一是成立了国务院

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二是对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

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三是制定了２０６元的农村贫困标准；四是确定了
１８个集中贫困区域和２５８个国家级贫困县（６６４个贫困县则是包括了
省定县）；五是正式安排专项资金，包括扶贫贷款、以工代赈和财政发

展资金用于扶贫。１９９４年３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该计划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

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纲领性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总

体目标是到２０００年基本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
１９８６年开始启动的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及１９９４年启动的《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等更具明确目标的扶贫行动，对这一阶段的农村减贫发

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国家三项扶贫投入累计３２２８亿元，年
投入从１９８６年的４２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１亿元（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２００７）。

开发式扶贫是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项扶贫计划，是协助贫困人口更

有效地参与经济发展活动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这个计划与

国家倡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时期

的农村减贫。开发式扶贫机制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主要是贫困县瞄准，

６４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在贫困县瞄准的基础上增加了贫困村的瞄准。实证研
究发现，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生活在国定贫困县的农户的消费增长要比非贫
困县的农户快 １１％，扶贫投资的回报率为 １２％（Ｊａｌａｎ＆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１９９８）；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非贫困县农民
高２２％，投资回报率为１５５％（Ｐａ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贫
困村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比非贫困村农户收入增长速度高２％，而
且整村推进的村农户收入比未实施整村推进的村高８％－９％（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０７）。这些结果显示了开发式扶贫方式的有效性。
但是，长期采用的开发式扶贫在瞄准贫困人口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李

小云等，２００６）。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实施整村推进村的农户比未实施
村的农户受益更多，但是在整村推进村内则是富裕户的受益程度高于

贫困户（Ｐａｒｋ＆Ｗａｎｇ，２００６）。
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素，一是有利于穷人的经

济发展和转型，二是针对穷人的开发性支持，两者都围绕经济发展这条

主线。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除了受经济结构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

上也取决于经济社会同步转型的程度。经济社会能否实现有效的转型

对收入贫困的变化影响尤为明显。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按

照中国原有的农村贫困线，还是按照新的农村贫困线，或者按照世界银

行１美元／日的贫困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都是庞大的。这
期间农业的超常规增长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主要动力。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农村贫困人口持续

减少，但是减贫的速度开始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农村人口

数量依然庞大，如１９８５年农村人口为８亿，但是农业部门和农民收入
的增长速度都开始下降。相比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农业年均８％的增长率，
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２％。而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农业年均增长率
仅为４２％，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３３％（见表５）。
１９８５年以后，尽管农村贫困的减少速度有所减缓，但农村贫困发

生率仍在持续下降。如表１所示，按照中国政府原有的农村贫困线计
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人下降到了１９９０年的８５００
万人，并持续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２００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３９８元增加到了３２５５元，但中国改
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不仅产生了大规模减贫的外溢效应，农

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率仅维持在２％。相反，农民收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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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不同时期的农业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改革前年均

增长率（％）
改革时期年均增长率（％）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农业 ２７ ８０ ４２ ３１ ４２

人口 １８ １５ １２ ９ ６

人均ＧＤＰ ３１ ７３ ８２ ７２ ９３

农民人均纯收入 — １６２ ３３ ３８ ５５

　　数据来源：黄季，２００８：４。

自非农收入的部分则以年均１３５％的速度增长（黄季，２００８）。农村
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农业增长率相对较低以及农民来自农业收入比

重的下降等都说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减贫的动力
机制开始发生转化。

　表６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

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元）及结构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９８ １００ ６８６ １００ １５７８ １００ ２２５３ １００ ３２５５ １００

农业收入 ２６４ ６６ ４５６ ６６ ９５６ ６１ １０９１ ４８ １４７０ ４５

非农业收入 １０４ ２６ ２０１ ２９ ５２３ ３３ １０３９ ４６ １５４９ ４８

财产性收入 ３０ ７ ２９ ４ ９８ ６￥ １２４ ５ ２３６ ７

　　数据来源：黄季，２００８：１４－１５。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不仅产生了大规模减贫的

外溢效应，同时还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中

国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农业增长率高达８％（见表５）。根据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同一时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１３％，农业
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实物和货币剩余。１９８５年之后，中国的农村工业，
也即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提供的

数据，１９８５年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近２０％；
到１９９９年，这一比例超过了６０％。１９８５年只有１８％的农村劳动力在
非农部门就业，到１９９０年则增加到３７％（黄季，２００８）。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减贫动力在农业增长放缓之后迅速由农村工业，

即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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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受到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
发展的影响，中国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开始下降。乡镇

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在达到１９９６年１３５亿人的峰值后开始下降。在此
之前，在政府“离土不离乡”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主

要集中在乡村和邻近的县乡镇范围内。这一时期之后，中国农村劳动

力流动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到２０１７年为止，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８６亿
人（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了农民收入的持
续增长，农民收入中来自打工的收入比例从 １９９５年 ３３％增加到了
２００５年的４８％（见表６）；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农民可支配人均收入中的工
资性收入稳定在４０％左右，而来自第一产业农牧业的收入则下降到
３０％以下（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农业发展对于减贫
不再重要，即使在１９８５年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农业依然是贫困人口重
要的收入来源，农业的减贫作用依然非常重要（李小云等，２０１０）。需
要看到的是，１９８５年以后，乡镇企业、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
额外的减贫动力，形成了复合型减贫动力机制。开发式扶贫的专项支

持则主要是围绕农业产业开发、生产条件改善、农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

措施协助贫困群体在经济发展中提高收入。

（三）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精准脱贫攻坚阶段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精准脱贫进入攻坚阶段。这一时期采取的

措施首先是建档立卡制度。这是自中国实施有计划扶贫以来真正意义

上的贫困人口瞄准措施。２０１４年通过建档立卡识别出贫困村１２８万
个、贫困户２９４８万户、贫困人口８９６２万人（《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
会，２０１５），开始通过各种资源因人因户施策。此外动员整合了巨大的
财政资源。２０１６年，中央、省级财政仅专项扶贫资金就达 １１５４亿多
元，比２０１５年增长 ４８５％。其中由中央安排 ６６１亿元，省级安排约
４９３亿元。中央扶贫资金中有５３％的资金直接用于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３８％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农田水利、村级道路、人畜饮水、沼气等能
源，以及危房或住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９％用于金融扶贫风险补偿
金、保险及信息化和建档立卡管理等支出（《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

会，２０１７）。这还不包括其他部门更加巨大的扶贫投入。其次，这一阶
段扶贫工作虽然可以说依然是开发式扶贫阶段的延续，但是无论扶贫

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都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扶贫开发。在减贫的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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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减贫难度增大、提高贫困线后贫困人口增加以及到

２０２０年全面脱贫的综合压力下，减贫机制转换为国家强力主导。第
一，通过“建档立卡”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贫困人口瞄不准的问题；第

二，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行政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力度；第三，精准脱贫

突破了长期困扰、沉淀在社会底层贫困群体脱贫的各种制约，从根本上

改变了贫困人口脱贫的外部条件，提升了其内生能力。精准脱贫攻坚

战阶段首次将“两不愁，三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收入共同纳

入扶贫目标，将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与收入增长相结合，拓展了长期以来

单纯考虑收入和主要依赖经济发展驱动减贫的路径，充实了中国四十

年减贫实践的内涵，展示了国家政治理念驱动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的

脱贫机制。

四、中国四十年减贫的社会文化机制

经济学对于贫困的研究主要基于规范性的收入、消费和市场的概

念，而对于减贫政策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如何消除穷人进入市场的制约

因素（Ｇｒｅｅｎ，２００９）。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基本认同贫困
是多元维度的，在多元的维度中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消除贫困而

言，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减贫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些都并非减

贫的充分条件（Ｗｏｏｌｃｏｃｋ，２００９）。
传统的贫困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贫困并非自起始阶段就存在，

只有在一部分人不努力进取的情况下贫困才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

“进取发展模式”（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６；Ｌｏｕｒｙ，１９８１）。而且
经济竞争和自由民主制度被认为是消除贫富差异的基本条件（Ｂｏｗｌｅ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但是，为什么在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有些国家
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有些国家却不能？同一个国家内有的群体富裕而

有的群体却贫困落后？基于这样的疑问，经济学家提出了修正个人进

取模式的“贫困陷阱”理论（Ｂｏｗ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阿扎里亚迪斯（Ｃｏｓｔａｓ
Ａｚａｒｉａｄｉｓ）提出了“贫困临界模型”（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他认
为，贫困的国家或个体没有经济能力积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力和物

质资本（Ａｚａｒｉａｄｉｓ，２００６）。斯坦利（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ｎｇｅｒｍａｎ）等人基于对拉丁
美洲和北美发展模式的比较提出了以教育、财产、土地制度以及精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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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社会等不公平为代表的所谓“贫困制度陷阱”（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Ｓｏｋｏｌｏｆｆ，２００６）学说。同时，实证研究显示，很多情
况下即使消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制约穷人在市场中受益的要素，还是会

有很多国家、群体或者个体无法通过所谓公平的市场竞争来改善自身

福利。因此，社会经济学家据此提出“贫困文化陷阱”（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理论，他们认为这些落后的国家、群体及个体存在某种抑制进取
的贫困文化，这一贫困文化反映在贫困社区的日常社会实践中，如在同

伴间、代际存在的针对进取精神和财富拥有的嘲笑，以及在家人、亲属

和熟人之间存在的机会和财富分享等（Ｄｕｒｌａｕｆ，２００６；Ｍｕｒｒａｙ，１９９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１；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５；Ｒａｏ＆Ｗａｌｔｏｎ，２００４）。“贫困
文化陷阱”理论的倡导者主要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所产生的“邻居效应

（ｎｅｉｇｂｏｒｈ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角度来解释贫困的顽固性并提出摆脱贫困的政策”
建议。他们认为，一个整体贫困的社区倾向于贫困的代际传递，一旦一

个社区整体上是贫困的，那么受“邻居效应”影响，这个社区就很难出现

富裕的个体，即“邻居效应”影响下的“进取型抑制”。虽然“贫困陷阱”

理论较之“进取发展模式”更进一步揭示了贫困和减贫动力的复杂性，但

是这些理论依然无法回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消除了约
束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却出现了不同减贫业绩的客观现实。

社会学或人类学关注社会现象的基点是社会的建构（Ｇｒｅｅｎ，
２００９）。就贫困而言，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关
系、社会规则和社会意义的生产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在社会学或人

类学上则分别体现在社会网络、排斥和文化三个维度上（Ｗｏｏｌｃｏｃｋ，
２００９）。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消除了很多经济发展的
制约因素，为经济增长和减贫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核心的问题是：

按照“贫困文化陷阱”理论，中国农村以村落为单元的社区一方面存在

普遍性的贫困，同时也普遍存在各种形式“抑制进取”的文化实践。为

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即使存在“进取抑制”的文化，却没有发生

“进取抑制”的结果？国家主导减贫的社会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对

于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如何回应制度变迁和开发式扶贫如何发挥作用意

义重大。本研究的理论预设是中国四十年发展之所以能实现如此大规

模的减贫存在一个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是国家

的政治实践和个人的文化实践都嵌入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减贫则是

贫困人口在社会关系建构中的社会意义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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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针对中国的家庭、亲属和地缘网络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

用进行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证实了中国乡村社会网络在劳动

力凝聚、资本筹集、市场开发等方面的作用（Ｋｎｉｇｈｔ＆Ｌｉｎｄａ，２００８；徐伟
等，２０１１）。张爽等（２００７）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
著地减少贫困。还有社会学家也指出，中国人不崇尚个人奋斗，提倡的

是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家人与家乡的作用，因此成功者也应当与家人和

家乡分享他们的荣耀和资源（翟学伟，２０１１）。文化中国的概念并不是
一个同质均一的整体，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按照费孝

通（１９８５）所讲的基于差序格局的以家庭、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网络体
系。这个体系中充满着围绕各种关系的社会实践。当村庄里有一个人

在外面发财，村里的亲戚朋友往往都会奔这个人而来“沾光”，有的学

者还注意到了乡村社会的财富嫉妒（张慧，２０１６）。“贫困文化陷阱”的
倡导者倾向于把这类行为看作是典型的对进取文化的抑制，因为这种

行为会影响富裕的人排除裙带关系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影

响其资本的积累。从中国社会实践看，中国乡村甚至城市的确都广泛

存在着这种类似制约进取的社会文化现象。依照这一理论，除非根除

这类社会实践，否则这些贫困的社区将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中。本文无

意否定“文化贫困陷阱”的假设。但是很显然，这一理论无法充分地说

明中国乡村贫困人口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融入市场、把握市场机

会这样一种现象。

首先，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关系、人情和面子（金耀基，２００２），
中国乡村财富和荣誉在家庭和共同体范围内的分享是成功者对他者支

持的回报，因为中国人不是个人本位，而是家国本位，财富的分享并没

有被认为是单向的付出，而是成功者自身社会意义的再生产。

其次，这种回报往往通过“面子”的社会实践给予成功者更大的激

励，这种从实践层面看属于财富流失的行为，一方面可能会因为通过成

功者的回报行为获得心理满足继而激发出更高的进取冲动，从而推动

成功者获得更大成功；另一方面，这种回报体现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

工具性的交换，是潜在获利的社会实践。这一机制与依照西方个人奋

斗模式逻辑演化出的进取抑制型模式完全不同。

最后，我们对于围绕着家庭、血缘、地缘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认识往

往更多地关注这个网络的结构，而忽视了这个网络的社会功能。其原

因一是社会学家往往对于中国社会在重义轻利的价值体系下如何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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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个体的利益驱动感到困惑（翟学伟，２００７），所以即使从所谓的特殊
主义的角度，也无法回避中国社会文化的工具理性问题。杨美惠

（２００９／１９９４）甚至主张将关系视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把其与中
国现代社会自我组织等问题相关联（纪莺莺，２０１２）。二是现代性意识
形态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

量虽然并没有直接将乡村带入市场经济，但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对

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全面普及，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渗透至乡村的每个

角落。农村社会关系的血缘、地缘纽带功能发生了很多变化。虽然关

系的工具理性被认为并非关系本身，而是关系变种变异的结果（柯安，

转引自翟学伟，２００７），但是以感情色彩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的逐渐
工具理性化还是导致了利益和交换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乐

国安，２００２）。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看似是“乡土关系”，但已经
具备了对接现代性伦理的功能。三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关系在小农

体制下也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而并不是纯粹的基于血缘、地缘纽带的

感情关系。很显然，中国小农体制中的经济关系，以及在现代性理念的

逐渐冲击下所形成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为以血缘、地缘为结

构特点的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打上了“市场”的烙印。与此同时，社

会实践的过程本身又是社会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作为社会意义的表达

工具，“面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笑贫”文化

将贫富的价值取向赋予到“面子”的社会实践中，从而实现了个体和社

会的意义再生产。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从乡村到城市，“面

子”的含义都不是空洞的，而是具有被财富、权力和荣誉物化的社会意

义。根据倡导“贫困文化陷阱”学者的研究，很多长期贫困社区的主要

问题是，一旦某些个体试图突破贫困的文化均衡，主导社区的贫困文化

很快会以流言蜚语、谣言、嘲笑等文化实践形态将这一个体的进取冲动

抵消。而就中国而言，不仅在乡村，即使在城市，个人也往往不是一个

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个人意义是在家庭、地方和国家的联系中呈现的

（翟学伟，２０１１）。财富拥有、为官和读书等都被社会价值化，成为“面
子”的内涵，通过“笑贫”、“有出息”等文化实践产生被普遍接受的个体

生活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意义。因此很多人致富后都会回到老家给乡亲

发钱、修路、盖房，很多人会炫耀自己带了多少村里人出去挣了钱，等

等。“活着要有面子”、“活着不能全为自己”的个人社会意义的生产和

再生产等都构成了消解“进取抑制”的基本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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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贫困群体通过社会文化的实践有效地对接了改革开放所提供

的发展机会，而且国家的政治实践同样顺应了中国的社会文化逻辑。

从２０１２年开始，中国农村减贫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按照２０１１年人
均收入２３００元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２年底的
９８９９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７年３０４６万人，年均减少１３７０万人（Ｌｉ，２０１８）。
这一超常规减贫业绩的取得恰恰也是国家、社会融合条件下社会文化

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精准脱贫阶段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五级书记挂帅”和全社会动员。

通过五级书记负责将脱贫目标转化为发展的优先目标，然后再依托考

核激励奖惩机制，超越官僚机构的约束实现各种资源的统筹。国家通

过媒体不断生产各种“励志”的政治社会话语，如“不能等靠要”等，主

导培育“进取型”脱贫文化。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作为自己亲自

挂帅的重要事项，推动了各级领导对于扶贫工作的重视。国家通过一

系列的宣传和激励措施将进取脱贫主流价值化，同时建立考评奖励等

制度。政绩考核当然具有个人晋升的激励刺激。然而在中国，对于乡

长、县长或省长来说，如果他所在的地方被冠以贫困的帽子，同时脱贫

又是社会主流价值时，脱贫就成了“面子”，戴着贫困的帽子就是没有

面子。官员在业绩激励下通过“面子”的社会实践实现了他们的社会

意义的再生产。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号召和要求，另一

方面也来自于在中国特定的国家社会融合的机制下，不同的社会行

动者顺应国家意志参与扶贫的自主意愿。全国有四万多家不同规模

的企业直接参与脱贫攻坚。企业大规模参与扶贫当然也有其功利的

考虑，但是当扶贫作为一项道德行动成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

件时，“面子”效应就对每个人都发挥了作用。国家依托其特有的政

治优势不仅克服了官僚体制下国家资源的配置约束，还通过中国的

社会机制将脱贫任务转化成了社会行动。社会学中讨论的中国“家

国”政治社会传统下共同体与国家之间的融合所形成的共同体与国

家的连续合一性的关系（翟学伟，２０１１），就很好地解释了精准脱贫攻
坚中全社会大规模的动员和参与。通过中国特有的国家社会的融合

机制，政治议程转变为社会的道德行动，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巨大的社

会资源，这是２０１２年以来精准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的政治
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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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十年的减贫不仅受益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实践，也与中国乡

村生产关系有着明显的联系。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
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构成了中国大规模减贫的重要动力。

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促进农业发展，是因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期间农业产出增长

的４６９％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贡献（Ｌｉｎ，１９９２）。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农业发展的促进主要是解决了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

问题（蔡窻，２０１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１９７８年之后的
土地制度改革所伴随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都很直接地说明了这点。

但是，中国的农民为什么能够迅速回应制度变革的激励，并将此转化为

发展的业绩？为什么在非洲很多国家土地私有而且没有太多的国家干

预，农业却没有很大的发展？这当然也有农业发展条件差的原因。但

是，这一问题提示我们，中国农村存在着能有效地对接和回应制度变革

激励的社会机制，或者说，制约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宏观制度约束的解除

只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必然是充分条件。

有学者指出，小农制度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即使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小农经济仍然是影响我国农村乃

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熊吉峰，２００４）；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
农业只能在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下实现现代化，家庭式生产的小农

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李晓鹏，２０１２）。虽然
经济学家往往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认为小农效益低，如黄宗智（２０００）所
说的过度的劳动力投入使农业生产“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

的劳动生产率”；但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看，小农体制结构简单、具

有顽强的再生能力（王家范，２０００）、监督成本低（张树焕、李传松，
２０１１）、灵活性高（余水和，２０１３），而且具有农村稳定器作用（贺雪峰，
２０１１）。因此，中国特有的小农制度可能恰恰正是回应和对接体制变
迁的重要社会机制。

首先，中国的小农制度以家庭为基础，同时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拓

展资源供给网络。１９４９年之前广泛存在着富裕农民的劳动力雇佣主
要来自亲属和地缘网络关系的现象。以家庭为核心围绕土地／人口关
系将乡村社会关系扩展到血缘和地缘网络的生产方式，通过劳动力的

过密化克服资本和技术缺乏的状况，同时以土地产出弥补耕地相对不

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制度，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保持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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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中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扩展劳动力供给并在这个范围内

进行劳动分工和技术配置是中国小农机制的内涵，小农的效率在特定

家庭规模与人力和畜力以及相应的耕作技术相互配合下产生。

其次，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经济体制生产单元由家庭变成集体，而

“集体”一方面无法发挥只有在家庭条件下才能起作用的小农生产方

式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无法转移（即便可以转移，也没有足

够资本替代劳动的机械技术化），在各种约束下无法发展形成现代农

业企业，从而造成１９７８年之前基本农业生产方式的体制失灵。生产单
元的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围绕家庭生产单元所建立起的劳动力的配

置、种植和养殖技术体系以及适用于家庭生产方式的个人技能等在旧

的体制下无法发挥作用。而且领取工分的制度也很难激励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１９７８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一方面是由
于制度变革激励了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家庭经营

机制这一中国小农制度核心要素的回归和小农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复

位。当然，小农实现农业发展依然是有条件的。１９７８年之前，在中国
农业的基础设施，如灌溉、农业机械、化肥特别是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

尤其是农业区划和农田整治等都极大地弥补了小农规模小的短板，为小

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超常规发展过

程所带来的减贫成效，折射出了中国农民在国家发展政策与乡村生产方

式的交织互动下通过对接农业发展机会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机制。

五、结论及对中国减贫经验的讨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大规模的减贫，特别是２０１２年以来精准
脱贫攻坚战的成就说明，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减贫的基本条件，而且有利

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必要的条件，但都不是充分的条件。即便在

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社会的公平程度均处在有利于贫困人口在经济发展

中摆脱贫困的条件下，国家依然需要通过扶贫干预为贫困人口创造机

会和条件，让贫困在发展中逐渐减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发式扶贫，

这是中国四十年减贫的根本经验。当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社会的公平程

度不再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发展时，成功的减贫则需要在国家强有力的

干预下，通过全面的扶贫政策才能实现，这是中国自２０１２年以来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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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减贫过程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过

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是贫困人口发挥脱贫能动性的重要条

件，中国的减贫过程凝聚了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第一，当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不再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

时，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决策涉及资源的动员和重新配置，这首先需要超

越不同的利益群体，需要克服已有的程序和规范的约束，如果没有一个

强有力的政治机制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垂直化

条件下，穷人很难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贫困。一方面，中国政府在

四十年减贫中不仅仅是所谓的国家主导，其核心是执政党始终如一地

立足于穷人利益的初心，这一政治议程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扶贫工作

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到２０２０年最终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远比改革开
放初期的减贫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此，中国政府依托党的核心领导

超越官僚约束实施“各种资源整合到精准扶贫”的行动，同时实施“五

级书记挂帅”的体制，直接将党的政治资源转化为扶贫的领导组织资

源，形成党政一体的组织动员体系。这一系列举措将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强化到新的发展进程中。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主导性又与中国

社会的“家国和天下情怀”的世界观相融合，形成了社会性的扶贫政治

文化。这一实践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且同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即无

论何种政治体制，确保社会公平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

第二，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即使能

够在社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若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一个贫困国

家实现根本性的减贫是非常困难的。减贫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

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地惠及穷人。中国四十年的减贫显示了益贫经济增

长模式在减贫中的重要意义。对于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农业在国民

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绕过农业的发展实现减贫是

有可能的，但也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和不可持续的。因此优先发展农业

应是这种类型国家的首要选择。这种类型国家不仅需要有农业的增

长，更重要的是，在考虑人口变动的情况下，增长的的剩余、速度要足够

抵消人口的增长并能产生剩余，否则实现可持续的减贫仍会面临困难。

第三，仅仅通过农业的增长来减少贫困的路径是有效的，但就发展

的历史过程而言并不必然是充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农业发展之

外拉动减贫的重要机制。中国的经验显示了农村工业和中小城镇的发

展在减贫中的突出作用。农村工业和中小城镇的增长在资本、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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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力等方面与农业相互链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穷人的经济产业

链条。同时，即使经济发展有利于穷人，仍然需要一个能协助贫困人口

在市场中发展的扶贫机制。

第四，中国四十年的减贫历史说明，大规模的减贫不可能在一夜间

发生。减少贫困是一个历史过程，贫困的减少也需要一系列历史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为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

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减贫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形成

了亲增长性的减贫基础，即有利于增长的减贫机制。社会发展水平的

提升本身就是减贫的成就，同时又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反过来促进增

长，带来收入性贫困的下降。通过增长追求贫困减少的路径还取决于

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消除贫困的过程需要始终关注不平等程度的变

化。中国政府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并及时围绕收入分配进行国家干预，

这是中国实现大规模减贫的重要原因。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在收入不
平等程度相当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到２０１７年每年平均减少１３００
多万的贫困人口，即充分体现出这一干预的有效性。

第五，依托市场机制的路径通过收入的不断提高实现减贫，需要考

虑国家的干预和市场机制与社会文化机制的协调问题。中国摆脱贫困

的过程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乡村社会关系体系存在消除进取抑制的文化

机制，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家推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当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很

多问题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甚至非常严重。但是从中国能够如此大

规模地减少贫困人口这一巨大的成就来看，国家对社会的现代化改造

是卓有成效的。这种改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关

系，但是中国乡村延续至今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并没有完全崩溃。这样

一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不仅依然在乡村中发挥作用，

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动影响着城市。与此同时，乡村的传统社会文化结

构在国家推动的现代化改造中不断吸纳符合现代部门的伦理要素，构

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同向性的互动模式，使得贫困群体在这一互动中

获得了把握市场的机会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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